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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日本的战略定位妨碍中日互信关系的建立 

         2009年以来，东亚地区的安全局势进入调整期，整个进程在 2010年呈现加速态势。尽管美

国的超级军事力量在地区安全的权力结构上仍旧地位显赫，但是在区域内一系列政策和结构性因

素的作用下，特别是中国崛起带来的地区权力和财富结构的变化以及对美国的战略性挑战，促使

东亚区域安全局势进入重大战略转型期。中美两个大国关系的变化是地区安全局势变化的主要原

因。 

         这个转型期的特点是：第一，区域内的大国关系在合作、竞争、冲突中起伏不定，大国关系

的传统政策框架难以应对区域力量变更和政策更新所带来的动荡。第二，美国为维持其东亚安全

架构——这个架构以地区军事存在、安全义务和东亚领导权力为核心，将其战略重心“重返亚

洲”。 

         一年多来，美国高调宣示了美军力量的优势和军事同盟的首要地位，过多使用联合军演，提

升军力部署，扩展军事与防卫合作等。在美国的东亚防务战略中，日本对于美国犹如“茫茫大海

中的重要据点”（前防长科恩），巩固美日同盟关系是美国实现亚太战略的前提条件，“用中国

牌来延长日美同盟寿命”（文艺春秋，2010年 5月号，对谈：春原刚、约瑟夫.奈、盐谷紘）是美

国战略精英的共识。为了套牢日本，在鸠山上台后浮出水面的“安保论争”中，约瑟夫.奈巧妙地

引导日本说：“驻日美军如同是日本为了让美国旅行保护日本义务而扣押的人质”（2010年 12

月文艺春秋出版《日美同盟 vs.中国∙北朝鲜》，春原刚、约瑟夫.奈、阿米蒂奇），言外之意是，

日本才更加需要这个同盟。美国时刻提醒日本：“日本的国家大战略应以日美同盟为中心”

（2011年 1月 8日读卖新闻，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总裁约翰.哈姆雷）。 

         民主党政权执政两年来，在对美关系上走了一条小疏离大回调的道路。从鸠山政权的“东亚

共同体”主张到菅直人政权的快速修复美日关系并坚定地回归美日同盟关系的战略选择，都是在

东亚格局变化中寻找自身存在的结果。赖肖尔在其著作《日本人》的结语中指出，日本总是非常

敏感地不断自问自己在现在的世界上应扮演什么角色，热衷于为自己谋求一个特殊的角色，但无

论如何，日本根本不适合充当东西方之间的中间人角色。因为对于东西方来说，日本都是一个令

人难于理解的国家。在此轮的东亚新格局形成过程中，日本仍旧没能够充当好中间人的作用。菅

直人政权外交两大特点，一是对美关系的急于修复和紧密配合，二是外交触手更多地伸向安全领

域。日本已经毫不掩饰地借助美国力量充当制衡中国的战略角色。 

         2010年 12月的《防卫计划大纲》将对华战略指向从 2004年的“仍需加以关注”的表述调整

为“让地区和国际社会担忧”；将“基础性防卫”调整为“动态防卫”；将加强西南防务作为布

局调整的重点。日美 2005年版共同战略目标为日美积极合作应对国家恐怖主义等威胁，时隔四年



在 2011年 6月 21-22于华盛顿召开的日美安保协议委员会 2+2会谈（外长防长）上，日美发表联合声

明，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对华指向更加明确：一是摆出强硬姿态牵制中国（虽未点名）的海洋军

事能力，把安全防御范围扩大到南海，二是加强保护太空和网络安全方面的合作。2011年 8月的

《防卫白皮书》开始明确指责中国，使用“扩大”、“常态化”、“高压对抗”、“遵守国际规

范”等表述；新增“南海动向”条目等。 

         日本的防卫动向表明，其防卫范围在逐步扩大，防卫手段越来越显示出进取性和强硬姿态。

这种借助美国抑制中国的战略选择以及日趋强硬的对华战略防范态势，对地区安全造成紧张氛

围，发展下去将导致中日双边关系的对立。当前日本的战略利益定位与中国主张的稳定周边、和

平发展、互利共赢的战略利益定位相去甚远。 

 

         二、关于建立互信关系的三点提示暨建议 

发展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寻求中日共同战略利益的前提是，战略互信关系的建立。在国

家层面，互信关系是一切问题的基本因素。为此，笔者认为需要着重强调以下三点。 

1、不可把中日关系等同于中国与日美同盟的关系 

中日关系的背后确因日美同盟关系的存在而受到美国因素的影响。但是日本在处理对华关系

上忽视了一个事实：尽管日本将本国外交的定位与日美同盟关系画上了等号，但美日同盟关系却

并不等同于美国外交的全部。在中日关系的背后同样也存在着中美关系因素，虽然中美关系是冲

突与合作并存，但合作还是中美之间的主流。因此，中日关系并不等同于中国与日美同盟的关

系，中美关系也不可能等同于中国与美日同盟的关系。如果日本把对华关系的基本定位置于日美

同盟关系之中，中日之间的战略互惠关系就难以建立，战略互信也无从谈起。日本应当注意到这

个问题，审视目前的战略定位以及对华关系定位是否出了错。 

 对中日关系和中美关系以及对地区形势的误判，是导致日本在 2010年钓鱼岛事件中采取了

非常态的处理方式的主要原因。相对于美国对华既合作又遏制的做法，日本官方的做法显示出的

更多是遏制。 

2、否认钓鱼岛存在争议意味着 切断合作与沟通之路 

中日之间在钓鱼岛主权问题上存在争议是不争的事实，正因为如此，才有 1972邦交正常化时

中国领导人与日本领导人之间关于该岛“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默契原则的建立。但是，近

年来，由于日本傍美抑中的战略选择以及在钓鱼岛问题上转变到否认争议的强硬立场上，通过夸

大中国军事力量的成长以及渲染中国威胁的存在，不由自主地走向对立的立场，严重扰乱了中日

关系的大局。 

日本国内对中国经济快速崛起和军事发展的认识多为消极，“中国威胁论”迎合多数日本人

的失落和灾难心理，一旦发生突发事件，可立即转化为外交安全危机。在钓鱼岛事件的处理上，



日本政府将强硬的对华外交作为国内政治的筹码，将“政治主导”替代有效的外交途径和手段，

在钓鱼岛主权问题上既不承认争议也不搁置争议，切断了共同开发的合作之路。 

从应急处理的层面看，钓鱼岛撞船事件的处理过程本身，有很多经验教训值得吸取。首先，

政治领导人的外交引航作用至关重要，及时就突发事件进行沟通与协商，可以避免受情绪驱动的

混战出现，也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对双方即已取得的外交成果所造成的伤害；其次，中日双方缺

少对争议地区的共同管理机制和危机处理机制，如果建立了应对突发事件的机制并常态化运作，

将会减少因冲突引起的不良后果。由于菅直人政权不承认钓鱼岛存在争议的事实，损害了两国领

导人之间沟通的基础，阻碍了机制的建立。 

最近，菅直人内阁要员又在冲绳 扬言要为钓鱼岛“不惜一切”，声称保卫领土比经济关系更

重要。这是再次否认争议、用假想煽动民意的过激行为，有碍于安全互信的建立。 

3、在处理中日关系上政治领导人的领航作用极为重要 

中日之间存在三个敏感问题——历史认识问题、钓鱼岛归属问题、台湾问题。多年的经验证

明，只要中日两国领导人在这三个问题敏感问题的处理上采取谨慎的态度，就可以避免突发事件

影响两国关系的大局。 

首先，由于日本国内在历史认识的最基本认知原则上未能统一认识，发出的声音是模糊的或

者自相矛盾的，甚至是被撕裂的。因而长期未能与中国等东亚国家达成真正的历史和解。其次，

在钓鱼岛和台湾问题上，都可以看到昔日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与掠夺，一旦出现突发事件，现实问

题变得尤为复杂和敏感。美国学者约翰∙道尔指出，在 1952年安保体制下，美国在赋予日本主权

的同时，也消灭了日本与中国的经济一体化的萌芽，结果，得到同盟关系的美国，在强行将封锁

中国的责任推给日本的同时，让日本脱离了亚洲，直至 1972年美国的“越顶外交”（2010年

《文艺春秋》5月号）。生存于这样的历史认识和冷战背景下的日本，要想发展与中国等东亚国

家的良好关系，特别需要领导人发挥领航作用。1972年中日能够实现邦交正常化，以及推动双边

关系发展的四个重要文件的签署都是双方领导人领航的结果；同时，也正是由于领导人在历史问

题和领土争议问题上处理不当，才导致双边关系时有恶化。 

2009年以来日本领导人的表现是不能令人满意的。首先，日本“强化西南防务”与美国“重

返东亚”的战略重心转移是同步推进的。冷战结束后日本面临着要不要回归亚洲以及如何回归亚

洲的问题，遗憾的是日本至今仍旧把自己摆在亚洲的特殊位置上。其次，近来的日本，在钓鱼岛

问题上明确地否认争议，甚至表示“不惜一切代价”，不仅切断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之

路，而且对地区安全带来危险。再次，日本插手中国的南海问题，采用“南海问题国际化”的外

交手段，对中国与特定国家的双边解决机制制造障碍。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发展因日本领导人的

误判而难以前行。问题的关键在于日本似乎还没有想清楚要谋求一个什么样的中日双边关系。 

 

        三、结语 



笔者认为，日本未能客观地判断中国，也未能客观地为自己定位。中国正处在实现工业化阶

段，日本已经实现了工业化，进入了后工业化阶段；中国人均 GDP仅相当于日本的十分之一，日

本人均 GDP早已名列世界前茅；中国刚刚取得第二大经济体地位就已经面临一些与日本相似的结

构性问题，日本则是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的 40年左右才出现这些问题的；中国目前的经济增

长方式不可持续，日本的增长方式却即便在发达国家中也是能耗最少环保最佳的可持续性较强

的。中国于日本差距还很大。为什么日本会失落和恐惧？因为，世界在变，而日本在进入后工业

化阶段后却没能够变革，二十年来失去的是方向和客观的自身定位。迷失方向的国家最容易恐惧

和失态。如果日本面对中国等新兴大国的发展能够发挥自身的优势，将自己打造成为高品位的中

等国家（比如成为亚洲的瑞士），那么，日本还将是个受尊重的国家；如果客观地找到自身发展

的定位，持有客观的平和的心态，在处理中日之间敏感问题上就会冷静得多，才能有效地通过对

话与交流增进互信，使中日关系得到顺利发展。 

 


